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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将正念引入工作场所，学者们逐渐开始关注正念如何改善员工绩效的作用机制。近些年逐渐

有学者提出正念对员工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之上，构建了“正念——创新绩效”影响机制模型，并结

合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拟定了 2 个中介变量——心理弹性和认知偏差，提出了 2 个调节变量——环境不确定性和不

确定性规避。为了验证以上假设，使用问卷对 3 家科技公司的 458 名科研人员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总体上符合本研究

的假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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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创新是人类社会的关键特征，如今，创新已经

被广泛地认为是企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支持，与

企业的运营、产品和服务，以及员工的创新绩效密

切相关 Gunday 等（2011）通过实证检验揭示了创新

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创新也是企业取得成功

的重要依托，尤其在各种新形式的组织和团体不

断萌生、建立的形势下，如果企业不注重员工创新

绩效的培养，会在知识等资源的获取、企业多元化

发展、技术和业务突破上存在阻碍。

员工的创新绩效是指“一种创造性的工作表

现，员工在一个工作角色、工作组或者组织中，有意

识地产生、提升、实践某种新兴观点，从而有益于自

身的角色、团队或者组织（Janssen et al, 2004）”。

影响员工创新绩效的因素有很多，Amabile（1998）

指出，工作的内在动机是创新产生的必要基础，内

在动机通过改善员工参与过程来探索潜在创新可

能性，从而提升创新绩效。杜旌等（2018）将创新

分为渐进式创新和激进式创新，研究证实了具有

中庸价值理念的员工与他们的创新行为之间存在

一定的联系。Janssen 等（2004）研究得出，员工的

工作目标导向与创新绩效呈正相关，反之，绩效导

向与员工创新绩效呈负相关。还有学者将工作场

所幸福感与员工的创新绩效相联系，提出并证明

工作场所幸福感有助于工作创新绩效的改善

（Shalley et al, 2004; 黄亮等, 2015）。此外，企业

的知识分享与创新绩效呈显著地正相关关系，通

过知识在组织成员中分享传播，可以提高知识的

利用率，员工也可以获取产生创新绩效所需要的

有用知识，最终获得组织层面上的创新绩效（盛

晓伟, 2012）。

正念（mindfulness）的概念源于东方佛教，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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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在医疗领域被用作治疗各种病症，而后逐渐

引入到工作场所，被各大公司所采用。《财富》500

强企业，例如 General Mills、Google 和 Ford 等公司

也将正念引入工作场所对员工进行培训、帮助员

工减压。甚至美国军队也采用了基于正念的心理

健 康 计 划（mindfulness-based mental fitness pro-

gram）。2017 年 4 月，我国“第二届全国正念冥想学

术研讨会”也在南京大学成功召开。正念减压疗

法（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 MBSR）创始

人 Kabat-Zinn 教授参与了研讨会并作了报告。在

工作场所中使用正念对员工的创造力、工作场所

幸福感、创新和学习、组织的安全氛围等方面均会

产生积极影响（Levinthal et al, 2006; Reb et al,

2015）。Bishop 等（2004）认为正念是一种元认知技

能，这种元认知技能帮助人们对原有信息进行调

整并且更易接纳新信息，从而达到改善自身认知

状态的结果。由于创新是员工产生绩效的关键要

求，那么正念能否产生创新绩效，以及作用路径存

在何种理论的支撑目前都未做出系统的解释。本

文将探索正念对员工创新绩效的调节机制和中介

机制，并结合信息缺口理论、社会判断理论、焦虑/

不确定性管理理论，提炼并验证研究假设。解决

以上问题可以丰富正念在工作场所的研究机理，

据此开发相关正念训练与计划来挖掘企业中的创

新观点、提升员工的创新绩效，从而为企业在不确

定性的大环境下保持竞争力与创新能力。

1 正念提升创新绩效的假设模型

正念（Mindfulness）在东方佛教中的字面含义

是“清醒的意识”，被用于人们的修行过程。《清净

道论》对正念的定义是：“一种保持思绪稳定，而不

游离的心理过程”。而后，正念的概念逐步被医学

临床领域、心理学领域，以及管理学界所关注。当

正念被引入组织中，研究者们将正念与员工的身

心健康、工作表现相联系。例如 Judge 等（2005）提

出积极的自我关注和自我评价的行为与工作满意

度之间存在积极的关系，那么正念在这里可以作

为一种调节变量来帮助工作满意度的提升。另

外，个体如果处在焦虑环境下，正念有减缓焦虑程

度的作用（Arch et al, 2010）。逐渐地，正念被认

为与员工的工作绩效、安全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

存在某种关联（Zhang et al, 2014; Dane et al,

2014; Eisenbeiss et al, 2015）。

正念在工作场所的研究逐渐增多且日趋成熟，

本文以正念与员工创新绩效之间的作用关系为研

究主题，开发了“正念——创新绩效”模型，探索了

影响正念和创新绩效的两个中介因子，运用不确

定管理等理论来提炼并证明了相关假设，推进了正

念影响工作场所工作绩效的研究进程。

1.1 正念与创新绩效

创新绩效可定位于员工层面和组织层面。组

织层面的创新绩效主要依赖于员工层面的创新绩

效，如何提升员工创新绩效是商学两界共同关注

的问题。本文主要从正念入手来探究何种因素影

响特质正念和员工层面的创新绩效之间的作用关

系。创新源自于主体的创造性思想，而创新绩效

不仅包含产品和技术的创新，也包含创新过程中

的知识获取、工作气氛、策略选择和制定等流程

（Mumford, 2000）。Bolton（1993）也认为组织内部

必须萌发创新的想法和思维，才能促进创新行为

的产生，而创新思维的产生需要不断获取新信息

来加以推动。Duncan 等（2009）提出正念的 4 个特

征，分别是“认真倾听、围绕与其他人之间的互动

为中心的情感体验、对他人的想法开放并且接受、

对负面情绪和行为的自我调节”。Langer 等（2000）

研究得出具有正念的人会倾向于关注他们所处的

环境并表现出开放和创造性的态度，并且会将思

维聚焦于经验中所产生的新信息，从而萌生多个

观点，显现出创新性。正念对于思维和认知的影

响与改变是显著的。曾经有学者研究过员工对企

业变革持乐观积极态度的作用机制，而且关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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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对于工作绩效以及任务绩效的正面影响也被重

点分析过，但是并没有涉足正念对创新绩效的影

响。Orellana-Rios 等（2018）研究得出，具有正念的

个体会更加开放地接受新的行事方式，并学习新

的行为，当正念侧重一个人的特质时，正念就包含

了“好奇”的特征，这一特征也是测量正念的多伦

多量表的一个维度，且正念的另一特征包括对当

下的关注，因此具有正念的个体会在“好奇心”的

基础上表现出对当下经验的创造性视角的关注，

从而意识到更多的新信息和新观点。已有研究证

实了正念的核心功能是改善个体的思想、情绪和

行为之间的自我调节能力，使得当下自我与原有

的旧经验、情感和思想脱钩，使得思考过程的自动

性降低，使个体的思维停留在当下，主动反思当时

的经历来增强自我调节功能，减弱先前的经历和

认知对当下思维以及新思想产生的限制（Hülshe-

ger et al, 2014）。另外，Amabile（1983）提出个体

所经历的外部事件存在减少创新绩效所需要的内

在动机和好奇心的可能性，而正念使得个体的思维

从过去或者远处转移到当下，削弱了外部事件对工

作者的动机与好奇心的干扰。

东方佛教中的正念包含某一种态度的组成部

分，即开放的好奇心与善意和同情的态度（Gunara-

tana, 2016）。高正念员工会具有比常人更强的好

奇心，驱使他们在工作时提出新问题和新想法，而

好奇心在创新绩效的获得过程中扮演着尤为重要

的角色。想要获得创新绩效，不仅要求工作者们

有扎实的基础和精湛的专业技术，而且要求员工

具备好奇心与想象力的辅助。爱因斯坦就认为自

己获得成功最大的优势就是有一颗好奇心，他认

为好奇心比知识更重要，好奇心让自己的思维更

加开阔，强烈的求知欲更加促使自己去追求未

知。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经南也曾经说过创新行为

离不开好奇心，由此可见好奇心的重要地位。但

是并没有否认知识获取的重要性，在全球价值链

中，外部知识承担着企业产生创新绩效的决定性

角色（Crestanello et al, 2011）。组织成员在好奇心

的驱使下，全球价值链中随处可见的知识溢出有

助于员工获得更先进和更前沿的知识，各个企业

间的交流互动促进了新知识创造和流通，从而提

高了创新绩效。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

显性知识可以通过生产、设计等标准化工作流程

获得，而隐形知识只存在于工作者的内心与脑海

中 ，即 需 要 沟 通 合 作 才 能 获 得 的 思 维 和 想 法

（O'Mahony et al, 2009）。所以在员工通过标准化

工作流程获得显性知识的同时，基于好奇心的驱

使，可以同样地获得隐形知识。

信息缺口是现有的已经获得的信息与期望获

得的信息之间的距离。根据信息缺口理论，一旦

发现信息缺口，个体的好奇心则会随之产生，这些

好奇心驱使个体去探究未知的知识与信息，从而

缩短信息缺口。当员工对于知识和信息的获取更

加积极主动时，他们更渴望抓住机遇、专注于工

作，提出更多创意。由于这种好奇心是促进创造

性思维产生的基本条件（Zhou et al, 2003），所以

在员工追求创新绩效的途中，具备正念而且信息

缺口较大的员工会更加努力去获得创新绩效，反

之，信息缺口较小的员工则不会有那么强烈的好

奇心去获得信息，也不会那么努力获得创新绩效。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正念与员工的创新绩效之间呈正相关。

1.2 中介变量

1.2.1 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

心理资本是决定员工创新绩效的决定性因素

之一，心理承受能力、心理弹性和自我效能都是心

理资本的 3 个组成部分。其中心理弹性被心理学

界广泛研究，是指某种心理特性，这种特性帮助个

体在面对外界环境变化，如困难或者挫折时，能够

自主地对这些变化进行调节和适应。在面对压

力或者不愉快的情境时，产生的想要逃避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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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想法更加促进了消极情绪的产生，而正念帮

助个体减少对这些负面情境的回避，对当下发生

的经验持接受态度，从而达到调节情绪的作用

（Kumar et al, 2008），即正念增强了个体在面对不

确 定 性 事 件 或 者 负 面 的 环 境 下 的 心 理 弹 性

（Hayes, 2004）。

个体在复杂或者困难的环境下，思维常常会被

局限在某一范围，很难产生新思想，更不用说创造

性地进行探索（刘景方等, 2017），但是心理弹性的

作用却与之相反。心理承受力对员工的创新绩效

存在影响，获得创造性结果的信念支撑着个体为

获得目标结果而不断努力，在遇到问题时，可以通

过 心 理 承 受 能 力 来 维 持 信 念（Wojtczuk-Turek,

2015）。而心理弹性作为一个重要的心理资本，可

以提升组织绩效。在员工获得创新绩效的过程中

无疑会遇到很多困难与失败，这些困难与失败是

必不可少的且可以从其中反思而获得经验积累。

根据社会学习理论，个体的行为源自与社会环境

的互动，通过这种互动，个体可以获得经验从而在

潜移默化间改变自身的想法与观点，而有了心理

弹性的积极作用，使消极环境下的个体更加自觉

与外界环境和经验互动。黄海艳等（2016）在探究

失败经验对个体的创新行为的影响时发现心理弹

性调节了失败经验和创新行为之间的作用关系。

心理弹性较高的个体在遭遇失败之时可以更容易

地缓解自身负面情绪，也更能自主地进行反思并

且与他人进行沟通交流，从而产生思维的碰撞与

新思想。

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心理弹性在正念和员工创新绩效之间起

中介作用。

1.2.2 认知偏差的中介作用

研究者们认为，个体特质和个人情境等因素很

大程度上影响员工的创新绩效，所以在不断探索

究竟何种工作环境最有利于员工的创新绩效的时

候往往都会考虑到个人的特质因素。有人提出这

些因素提升了员工的认知灵活性，在探讨个人情

境因素对员工创造行为的影响时，发现个体的创

新认知风格通过影响促进创新思想产生的思维活

动，使个体产生发散思维，打破工作中既有的规

则，达到使员工在工作中产生创新行为的结果。

Kirton（1976）认为创新本身就是一种认知风格，这

种认知风格鼓励人们去勇于向死板的规则挑战，

个体也倾向于拥有和接受新颖的事物和方法，即

个人更愿意打破现有的思维模式并发掘更新颖的

解决方式。认知偏差（cognitive biases）源自于心

理学界对于社会认知的研究，学者们逐渐认为人

们所掌握和面对的信息是有限的、不确定的。个

体的决策也常常依赖于旧有的经历及认识和个体

对于事物的知觉，从而受到多种认知情绪和个人

偏好的影响，使得所做决策存在某种程度的偏差

（付保第, 2015），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客观态度，

这种态度影响人们做出正确的判断。且认知偏差

不仅包括思想逻辑上的错误，更多的包含对现实

事件解释的偏差（Kramer et al, 2018）。当个体的

认知偏差水平较高的时候，个人思想和视野都会

有一定的局限性，阻碍了对外界新事物的接收。

但是正念作为一种可以调节个体认知的特质，对

于认知偏差的缓解也有积极的影响作用。正念水

平高的个体会要求自身积极地接受新事物，而拒

绝被旧思想和经验所束缚，从而扩大认知范围。

进 一 步 说 ，正 念 有 帮 助 缩 小 认 知 偏 差 的 能 力

（Hafenbrack et al, 2014）。当个体的认知偏差被

缓解时，个体会自发地对他人的观点理解并加以接

受，且往往在做决策时以解决外部需求为导向而非

内在的动机，这对于新思想的产生具有积极的作用

（Galinsky et al, 2018）。认知偏差被减少之后，决

策者能以更广泛的视角考虑问题，不仅仅沉浸在

过去的经验当中，对于产生新颖和更有价值的思

想具有很大的助力作用（Liedtka,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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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认知偏差在正念和员工创新绩效之间起

中介作用

1.3 调节变量

1.3.1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以前学者在研究正念和创新绩效之间的作用

机制时将重点放在情境因素和个体特征上，例如

企业试图通过塑造特定的有利于员工产生创新观

点的工作条件和环境来影响员工的创新绩效。在

员工追求创新的过程当中，原本就面临着诸多不

确定因素，这些因素可能来自上级领导对员工实

施创新绩效所施加的压力，也可能来自于市场中

的某些因素。创新行为受到环境和企业两方面的

不确定性的影响，当环境不确定性较高时，个体会

由于无法做出正确决策而对创新行为不利，另一

方面也会由于不确定性增加了企业进行创新的动

机 而 促 使 更 多 创 新 行 为 的 产 生（王 俊 雄 等,

2016）。本文认为员工在工作场所的创新绩效受到

环境的外部因素以及员工本身自有因素两方面的

影响，研究正念和中介变量之间的作用关系需要

从员工自身和环境等角度分别探究，所以从员工

以及外部环境中分别选取调节变量来分析正念和

中介变量之间的影响因素，即选取内部自发产生

和外部客观存在的调节效应，从内和外 2 个角度来

阐明正念对心理弹性和认知偏差的影响机制，其

中环境不确定性是员工自身无法控制而客观存在

的外部影响因子。

环境不确定性的作用在组织研究中日益显著，

其中本文所探讨的环境不确定性指的是由于员工

在工作场所或者市场环境中缺乏实用信息而引起

的无法作出正确决策的状态，即由于缺乏信息而

影响着决策的制定（姚小龙, 2012），本文所研究和

测量的环境不确定性也是从个体层面出发，利用

测量对象所感受到的微观环境变化来代表环境不

确定性的水平，而并非从组织的层面上来研究整

体的环境不确定性对正念和中介变量的调节作

用。环境不确定性能给团队带来许多未知，员工

也需要时时刻刻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变化和不稳定

因素的影响。由于环境不确定性一直被认为是与

决策最相关的外部环境特征（Li et al, 2002），是

客观存在而个体无法改变的因子，选取环境不确

定性作为正念和心理弹性以及正念和认知偏差的

调节变量之一，不仅仅考虑到企业的有关决策以

及员工的创新行为和动机均受到周围环境中的不

确定因素影响，更是由于这些不稳定因素常常会

影响管理者和员工的决策，从而做出一些可能不

利于组织绩效或者个人绩效的决定。研究环境不

确定性的调节机制能够更好地探究个体创新行为

的边界影响条件。

环境不确定性作为解释组织绩效与企业治理

的有效变量，当员工处于环境不确定性的条件下，

个人的思维方式、行为以及企业的整体动态都受

到一定影响，个体可能会由于处在一种不确定的

状态下而导致个体主动对当下的情形进行分析思

考（蒿坡等, 2015），从而致使认知偏差的产生。社

会判断理论（social judgment theory）认为认知偏差

产生的原因无非 2 种：处于不确定性的环境背景下

以及对当下认识的局限性，且如果个体处于以上环

境中，那么往往会由于掌握不到当前最有效最及时

的信息而做出有偏差的决定（毛庆铎等, 2017）。

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吸收了不确定性减少

理论，认为在个体认知和判断的形成过程中，不确

定性本身就具有促使个体主动获寻确定性的能力

（徐迪, 2016），并且可以通过对信息进行筛选来管

理不确定性，当不确定减少，认知准确度得到提升

时，就能达到避免认知偏差的目的。即，个体处于

高度不确定的条件下，产生负面的心理作用以及

不肯定会致使对当下进行思考，主动采取措施来

解决当下由于信息缺乏而无法做出正确决策的困

境。换言之，在高环境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借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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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对现状进行主动反思，进而接受更多有用的新

信息。同时根据动机保护理论，当个体被种种不

确定刺激时，会对当下所处环境中的风险和威胁

进行评估，不确定性越高，所做出的评估对自身

越不利，进而促使个体采取相应措施进行缓解

（罗威, 2017），而正念作为一种可以帮助员工主动

对当下反思和接纳的方法，会被员工采用，从而发

挥出环境不确定性的正向调节作用，帮助自己尽

可能地减少认知偏差。

另一方面，心理弹性作为个体对当下环境的动

态适应过程，与环境的变化与波动是密不可分的，

例如，张月（2016）在研究创业失败时，发现创业者

的心理弹性水平是其不断地与环境进行互动得到

的结果，他们从环境中获取对他们有利的信息和

技术，反之又利用所得来面对不确定性的环境。

处于高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员工会由于对未来态势

无法预测以及无法把握当下而丧失信心（Wald-

man et al, 2001），同时也可能产生负面的心理作

用，例如精神压力大或者焦躁。根据焦虑/不确定

性管理理论的观点，个体在交往过程中总会存在

不确定性和焦虑感，但是为了减少其中的不确定

性以及为了作出更精准的预判和沟通，必须采取

措施对焦虑感和不确定性进行有效管理（Gu-

dykunst, 2005）。正念作为一种可以有效管理焦虑

等消极心理效应的工具可以被用来管理焦虑和不

确定性，在高不确定性下，正念能够更好地对心态

进行调节，不仅能减少压力、缓解焦躁，还能增强

心理弹性以应对不确定事件的发生。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a：环境不确定性在正念和认知偏差之间起

调节作用。

H4b：环境不确定性在正念和心理弹性之间起

调节作用。

1.3.2 不确定性规避的调节作用

个体在做出决策以及产生创新绩效的过程

中，免不了会面对未知的情境与威胁，在这种未

知的情况下，个体会对之有不同程度的躲避，这

种反应称之为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

ance）（Joiner, 2001）。不确定性规避最初源于 Hof-

stede 建立的社会文化测量量表的维度之一，指“在

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下对不确定或未知情况或者

威胁的容忍程度（Aurigemma et al, 2018）。”而后，

不确定性规避作为一个与情境相关联的因素，在

个体层面被研究，用于研究和员工绩效之间的作

用关系（刘追等, 2016）。低不确定性规避的员工

与创新绩效呈负相关。员工不确定性规避越高，

个体会感到一定程度的威胁，那么给个体带来的

负面影响也越大，使得个体面对不稳定情况时总

是坚守原有的方式与制度，在接受新的机会和想

法方面比较困难，对于获得创新绩效也持有不确

定的看法。相对于外部客观存在的环境不确定

性，本文选择不确定性规避作为另一个与之相对

应的员工特征调节因子。不确定性规避是员工由

于自身的知觉和感受而主观产生的内部影响因

子。根据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此时，高不确定

性规避的员工可以借助正念等措施在组织场所发

挥积极作用，帮助进行不确定管理，来提升个体的

心理弹性，从而产生积极效果。由于高不确定性

规避的员工相对低不确定性规避的员工会更倾向

逃避当下不稳定的情形，且会感觉焦虑和不安，不

能够容忍新的观念与信息，也不易将思绪聚焦到

当下正念作为一种缓解以上负面心理的方法会被

员工采用。高正念水平的个体会提升心理弹性，

更容易对当下的威胁进行忍受或者接受，也可以

摒弃陈旧的思想与方法，勇于利用不确定事件来

创造创新绩效。

Hermeking（2005）研究得出低不确定性规避的

个体更能承担风险且更倾向于选择更具创新性的

新技术，相比之下，高不确定性规避的个体则不会

轻易采用新技术（Sundqvist et al, 2005），即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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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不确定性规避越高，那么越不利于产生

创新绩效。高不确定性规避产生的效果不利于在

不确定的环境背景下扩大自己的认知范围，也不

利于获取有用的信息与知识。焦虑/不确定性管理

理论的其中一个核心概念是留意（mindfulness），在

个体相互交往的过程当中，如果个体对交往过程

和周围信息加以留意，那么个体会作出更精准的

判断（徐迪, 2016），很大程度上弱化了认知偏差的

出现。正念通过将个体注意力集中到当下并且对

消极事件持接受态度从而提高认知灵活性的作用

已经被证实，这种作用有利于减少负面事件或者

消极情绪对于个体知觉和行为的干扰。具有正念

的个体能更好地做出理性决策，能够接受不符合

常规与惯例的结果（Fiol et al, 2003），即虽然高不

确定性规避阻碍了人们去尝试新事物和新观点，

但规避程度高的员工为了获取所需要的资源和信

息会利用正念来提升认知范围，对认知偏差起到

积极的作用，帮助员工用不同的观点更为透彻地

看待问题与事件的发生。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5：

假设 H5a：不确定性规避在正念和心理弹性之

间起调节作用

假设 H5b：不确定性规避在正念和认知偏差之

间起调节作用

综上，本文的研究模型如图 1 所示。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两阶段问卷调研的方式调查了 3

家科技公司的 458 名科研人员。为了避免同源误

差的影响，使用上下级配对的方式完成问卷。第

一阶段由科研人员填写正念水平量表和不确定性

规避和环境不确定性水平量表，随后放入信封，标

注好科研人员的编号和其科研主管的编号。一个

月之后，由编号指向的科研人员继续填写认知偏

差和心理弹性水平，并由该编号指向的科研主管

配对填写该科研人员的创新绩效水平。两阶段调

查共发放问卷 500 份，剔除数据不全等无效问卷

后，回收有效样本 458 份，回收率 91.6%。从有效样

本的人口统计特征来看，男女比例分别为 72.1%与

29.9%，年龄主要分布在 25~35 岁之间，占比 79.5%，

学历主要分布在本科学历上，占比 69.6%。控制变

量以年龄、性别、学历为依据，年龄分为 25 以下，

25~35，35~50，50 以上 4 个阶段，性别上，男标为 0，

女标为 1，学历分为高中及以上，大学专科，大学本

科，硕士及以上 4 个层次，分别记为 0、1、2、3 分。

2.2 测量量表

正念采用 Bond 等（2011）开发的 10 题 AAQ- II

量表（the Acceptance and Action Questionnaire-II）

（Bond et al, 2011），比如“似乎大多数人的生活都

比我好。”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0.79。

心理弹性

环境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规避

认知偏差

正念 创新绩效

图1 “正念——创新绩效”影响机制模型

H1

H5b

H3

H2

H4b

H4a

H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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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绩效采用韩翼等（2007）使用的 9 题量表，

比如“主动支持具有创新性的思想。”一致性信度

系数为 0.83。

心理弹性采用 Hayes 开发的 10 题 AAQ 量表，

比如“我完全能掌控自己的生活。”一致性信度系

数为 0.80。

认知偏差源自达沃斯认知偏差评估量表

（van der Gaag, 2013），经过项目组的信效度检

验，筛选出出适合中国企业科研情境的 7 个题项，

比如“我得出结论前无需评估所有的信息”，“我会

很快找到证据支持我原先的想法。”一致性信度系

数为 0.91。

环境不确定性采用 Waldman 等（2001）的 4 题

量表，比如“环境处于动态状况中，在科技、经济和

文化各方面都变化强烈。”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0.75。

不确定规避采用 Jung 等（2004）编制 7 题量表，

如“比起灵活多变的工作任务和要求，我更喜欢固

定、事先确定好的工作内容和流程。”一致性信度

系数为 0.73。

以上量表均采用里克特 7 点量表进行测量，

1 表示“完全不同意”，7 表示“完全同意”。

2.3 数据结果分析

2.3.1 区分效度分析

如表 1 所示，经过 6 因子模型与其他备选模型

的拟合效果分析，发现六因子模型（正念、环境不

确定性、不确定性规避、心理弹性、认知偏差、创新

绩效）的拟合效果最佳，因此，研究的 6 个变量之间

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2.3.2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如表 2 所示，自变量正念与 2 个中介变量心理

弹性和认知偏差的关系显著，与结果变量创新绩

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0.35，P<0.01），

这些证据初步支持了研究假设。

2.3.3 假设检验

如图 2 所示，通过结果方程数据拟合结果得

知，正念可以通过心理弹性和认知偏差正向影响

创新绩效，但直接效应并不显著，心理弹性和认知

偏差是正念和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变量，支持假

设 H1—假设 H3；环境不确定性只对正念—心理弹

性这条路径起正向调节作用（β=0.13, p＜0.05），而

对正念—认知偏差不起调节作用（β=0.07, p＞

0.05），所以假设 H4b 成立，而假设 H4a 不支持；不

确定性规避对正念—心理弹性这条路径没有调

节作用（β=-0.03, p＞0.05），而对正念—认知偏差

起负向调节作用（β=-0.15, p＜0.05），这支持了假设

H5b，否定了假设H5a。

图 3 展示了环境不确定性在正念和心理弹性

之间的调节作用，在高环境不确定性时（超过均值

一个标准差），正念对心理弹性的正向作用更加明

显，而在低环境不确定时（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

正念对心理弹性的正向作用相对较弱，总体支持

了假设 H4b。图 4 说明了不确定性规避在正念和

认知偏差之间的调节作用，在高不确定性规避时

（超过均值一个标准差），正念对认知偏差的负向

作用更加明显，而在低不确定规避时（低于均值一

个标准差），正念对认知偏差的负向作用相对较

模型

六因子模型

四因子模型

三因子模型

单因子模型

χ2/df

2.37

8.65

13.11

16.96

CFI

0.93

0.74

0.57

0.42

GFI

0.91

0.61

0.47

0.40

TLI

0.93

0.72

0.54

0.36

IFI

0.94

0.74

0.56

0.43

RMSEA

0.053

0.13

0.15

0.18

表1 测量模型比较

注：六因子模型：正念、环境不确定性、不确定性规避、心理弹性、认知偏差、创新绩效；四因子模型：正念、环境不确定性+不确定性规避、心理弹

性+认知偏差、创新绩效；三因子模型：正念+环境不确定性+不确定性规避、心理弹性+认知偏差、创新绩效；单因子模型：正念+环境不确定性+不

确定性规避+心理弹性+认知偏差+创新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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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总体支持了假设 H5b。

表 3 展示了正念效应的调节—中介作用，根据

Edwards 和 Lambert（2007）在调节—中介模型上的

建议，低环境不确定性组（-SD）与高环境不确

定性组（+SD）在心理弹性为中介变量的间接效应

上有明显的差异，低环境不确定性组的间接效应

不显著（β=0.05, p＞0.05），而高环境不确定性组

间接效应显著（β=0.15, p＜0.05）；而低不确定性

规避组（-SD）与不确定性规避组（+SD）在认知偏

差为中介变量的间接效应上有明显的差异，低不

确定性规避组的间接效应显著（β=0.12, p＜0.05），

而高不确定性规避组间接效应不显著（β=0.01,

p＞0.05）。总体而言，假设 H4b 和假设 H5b 得到

了研究的支持。

3 总结与讨论

3.1 研究结果

本研究试图建立了一个正念和员工创新绩效

之间关系以及 2 个中介变量和 2 个调节变量作用

的模型。该模型如图 1 所示，该模型显示，基于信

息缺口理论，本文提出正念具有提升组织中员工

的创新绩效的作用，并且进一步提出以下假设：心

理弹性和认知偏差在正念和创新绩效之间扮演中

介变量的角色；环境不确定性和不确定性规避在

正念和心理弹性之间扮演调节变量的角色的假

设，环境不确定性和不确定性规避在正念和认知

偏差之间扮演调节变量的假设。但是，根据本文

的实证研究发现不确定性规避对正念和心理弹性

的调节作用以及环境不确定性对正念和认知偏差

注：***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双尾检验），下同

解释变量

1.性别

2.年龄

3.学历

4.正念

5.心理弹性

6.认知偏差

7.创新绩效

8.环境不确定性

9.不确定性规避

均值

0.33

28.72

2.17

4.13

3.92

3.13

4.12

3.60

3.49

标准差

0.19

5.15

0.65

0.76

0.40

0.58

0.78

0.43

0.56

1

0.02

-0.08

0.04

0.02

-0.03

0.01

0.08

0.03

2

0.05

-0.03

0.04

0.06

-0.04

0.01

0.05

3

-0.07

-0.03

0.04

0.02

-0.07

0.01

4

0.35***

-0.30***

0.41***

0.09

0.11

5

0.13

0.28**

0.01

-0.05

6

-0.24**

0.07

0.15*

7

0.10

-0.19*

8

0.06

表2 描述性统计

图 2 模型路径分析

注：图2得出2个结论，首先是中介模型检验，其次是环境不确定性与正念的交互效应检验，不确定性规避与正念的交互效应检验；显现的系数

均为标准化系数；***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双尾检验）

环境不确定性

正念

不确定性规避

心理弹性

认知偏见

创新绩效

0.13*

0.39***

-0.21**
0.07

-0.15*

-0.31***

0.24*

0.06-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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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节作用均不成立。原因可能是正念和创新绩

效之间的中介变量之一——心理弹性，是作为一种

心理特性而存在，它是个体对客观环境的回应和

对外界环境变化的调节和适应，正如 Connor 和

Davidson（2003）编制的用于测量心理弹性的 CD—

RISC（connor—davidsonresilience scale）量表中所提

到的其中一个衡量心理弹性的因素是“对逆境、悲

伤等应激事件的适应／容忍／抵抗”，所以正念和

心理弹性之间的作用过程更易受到客观环境的影

响，而不是个体主观因素——不确定性规避的影

响。另外，认知偏差包含了个体的主观因素，达沃

斯认知偏见评估量表的其中之一维度就是主观认

知偏差，认知偏差很大程度上是个体的主观偏好

和对事物的主观认知倾向，所以更易受到主观因

素——不确定性规避的影响，环境不确定性对正念

和认知偏差的影响则不显著。

3.2 研究意义

在本研究之前，大多数学者都将正念和员工的

任务绩效和工作绩效联系在一起，认为正念和企

业中的任务绩效和工作绩效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

关系（Dane et al, 2014; Ericson et al, 2014），但

是本研究验证了正念与员工创新绩效之间的正向

作用关系，认为正念对创造性的思维和认知都具

有提升作用。此外，正念使得个体具有强烈的好

奇心，这种强烈的好奇心促使着员工追求创新绩

效。又考虑到员工层面的创新绩效受到个体认知

能力以及面对挫折时的心理弹性的影响，于是提

出认知偏差和心理弹性对正念和创新绩效的关系

之间起中介作用并得到了验证。认知偏差长期以

来都被认为会给个体与组织带来负面效应，例如

会使人们改变对现实事件的看法和评估，评估会

偏离客观现实，也会导致人格障碍和抑郁症等一

5.0

4.8

4.6

4.4

4.2

4.0

3.8

3.6

3.4

3.2

3.0

低环境不确定性

高
环
境
不
确
定
性

心
理
弹
性

低 高
正念

图3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效果图

4.1

3.9

3.7

3.5

3.3

3.1

2.9

2.7

2.5

认
知
偏
见

低 高
正念

图4 不确定性规避的调节效果图

低不确定性规避

高不确定性规避

分组统计

低环境不确定性（-SD）

高环境不确定性（+SD）

低不确定性规避（-SD）

高不确定性规避（+SD）

阶段

阶段1

0.28**

0.49***

-0.35**

-0.10

阶段2

正念

0.19*

0.31**

正念

-0.37**

0.14*

效应

直接效应

心理弹性

0.04

0.09

认知偏差

0.07

0.03

间接效应

0.05

0.15*

0.12*

0.01

总效应

创新绩效

0.09

0.22*

创新绩效

0.19+

0.04

表3 正念效应的调节—中介模型分析

注：“+”表示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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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心理疾病（Kramer et al, 2018）。但是，本研究

从消除阻碍创新绩效的角度进行分析，提出正念

扩大认知范围，缓解个体的认知偏差，能够更客观

地看待所发生的事件，制定更有效的判断和决策，

对创新绩效的获得无疑是有利的。另外，结合焦

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动机保护理论等提出了影

响此作用过程的 2 个调节变量，得出 4 个假设，其

中有 2 个假设在实证中未成立。本研究提出环境

不确定性以及与之对应的不确定性规避参与了正

念和创新绩效之间的作用过程，基于焦虑/不确定

性管理理论，处于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个体会去寻

求保护措施以将自己的不确定和威胁降到最低。

同时，对不确定性进行规避的个体会为了采取正

念来获得更精确的判断和认知，减少不确定性带

来的负面影响。这些理论的提出为今后关于正念

在工作场所的研究提供了参考价值与方向指示。

除以上理论研究意义，本研究还具有一定的实

践意义。学者们在对创新绩效研究的时候，往往

会把重心放在企业层面的创新绩效而忽略了员工

层面的绩效创新。研究对象也是以企业为主，包

括研究技术、管理者风格、激励措施以及知识创造

对组织创新绩效的影响或者作用，而没有关注影

响员工层面绩效的因素。也有一些研究涉及到员

工层面，例如杜旌（2013）探讨了高层管理者和中

层管理者对于员工的变革行为的影响机制以及权

力距离等文化因素对领导行为和员工变革行为之

间的影响作用。本研究所提出的有关员工层面的

影响因素为组织中绩效的研究提供了参考。另

外，自正念的概念被引入管理学领域，有人提出正

念对工作绩效存在积极关系，但是关于正念和工

作绩效存在何种程度的关系以及作用机制却很少

被人所研究证实。例如 Reb 等（2014）提出管理者

的特质正念对水平与下属的工作绩效之间的关

系，但也未进行实证研究。所以，本文的研究有利

于理解工作场所正念的概念及作用，组织或团队

也可以根据“正念——创新绩效”影响机制模型来

厘清正念和员工创新绩效的关系，并根据研究结

果来制定合适的正念训练计划。

3.3 研究不足以及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也存在些许不足之处。首先，在检验

环境不确定性和不确定性规避的调节作用时发现

其中 2 个假设并不成立，原因可能是由于心理弹

性更易受客观环境因素的影响，而认知偏差作为

一种个人特质更易受个体主观因素的影响，未来

的研究可根据此结论作进一步验证。另外，本研

究的对象主要是个体层面的正念和员工层面的创

新绩效，并未对组织正念和组织层面的创新绩效

进行分析，而组织正念的研究与作用在组织团体

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组织层面的正念可能会受

到更多因素的影响，这些作用与影响也需要进一

步探究。

最后，虽然现在将正念引入工作场所会促进员

工创新绩效的获得，但是如何让工作者们去自发

地使用并接纳这一方式，也是应用正念的过程中

需要讨论的问题。例如 Chade-Meng Tan 最初尝试

在 Google 中对员工启动正念训练时，没有人主动

参与，部分原因是员工不想公开承认他们在工作

上有压力，他们不想让自己的情绪展示在众人面

前。我们必须明确员工在工作场所应用正念的好

处，让员工清晰地意识到他们需要正念的帮助以

更好地进行工作。例如员工在工作中情绪出现消

极情绪、需要跟难以沟通的同事或打交道、被大量

的无用信息充斥和包围而影响自己的工作绩效或

者创新思想。那么这种时候正念作为一种可以使

个体关注力集中到当下并且对他人的观点持接受

态度的方法，并且相对其他方式更简单易得节省

时间，会吸引员工主动采取正念策略。加之以正

念训练的辅助，帮助员工获得初步的正念水平，采

取何种方法来帮助员工获得正念也存在很大的争

议，例如可以采用静坐冥想法，身体保持笔直坐

··131



第04期正念能否产生工作场所创新绩效

姿，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呼吸的过程中，通过这

一方式可以讲注意力集中到当下，将正念引入工

作场所（Jamieson et al, 2017）。初步的正念通常

通过一定的方法可以很容易获得，但是想要获得

更深层次的正念甚至是对正念进行主动接纳目前

并没有系统的分析。有学者鼓励以非冥想（non-

meditative）的手段俩培养或者管理组织中的正念，

例如领导包容性（Nembhard et al, 2006），领导者

征求工作组成员的意见分歧，或者通过组织间的

互动过程增强员工之间的合作来塑造某种文化风

气，让员工们可以自由地交流与学习，在团队中形

成一股以学习和反思为导向的风气。员工获得正

念的过程是需要充分的时间以及耐心的，如果不

循序渐进只追求达到目的，那么员工可能不会获

得预期效果。另外，外界条件的支持也是必不可

少的，这对于正念的深化起到推动的作用，例如

Reb 等（2014）发现，主管支持与员工意识（aware-

ness）有正相关关系（awareness 是一种正念的特定

情境维度，可以捕捉员工在工作中的经验，行为和

感受），反之，组织约束（如工作需求冲突）与员工

意识呈负相关。据此，主管支持和组织约束与正

念之间的作用关系以及是否在正念和创新绩效之

间起作用值得研究。当然以上手段只能帮助员工

加速正念的深化，想要获得更深层次的正念水平

或者使员工达到一种自我超越的目的，除了需要

足够时间长的正念训练还需要对自己的思想有一

个充分的了解，打破自己与他人之间存在的界限，

超越自我的思想，并以一种更广阔的视角和观点

去看待问题（Coward et al, 1996）。所以，本研究

认为员工想要达到这种状态，必须脱离外界固有

的条条框框，对自己有一个明确的认知，肯定自己

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意识和价值观念，才

算真正达到了正念的自我超越和对正念真正地接

纳。但是，员工对正念的进行主动接纳来帮助自

己获得创新绩效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究竟通

过何种路径才能达到主动接纳的程度在现有的研

究中极少涉及到。这点对于正念在工作场所的发

展值得深思与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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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Mindfulness Produce Innovative Performance at Workplace

LIU Shengmin, XIN Huanhuan, SHEN Li, DONG Xuebing

(1. School of Management, The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2. 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As more companies introduce mindfulness into the workplace, there are more researches on how

mindfulness can bring benefits to employees and corporates. In recent years, some scholars have suggested that

mindfulness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employees' innovative performance.Based 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the model of 'mindfulness-innovative performance', and puts forward the assumption that mindfulness

is beneficial to employees' innovative performance. We combine anxiety/uncertainty management (AUM) theory

to put forward two mediating variables, resilience and cognitive biases. And we also put forward two adjusting

variable,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and uncertainty avoidance. In order to verify the hypothesis, we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458 researchers from three technology companies. The results were generally consistent

with these hypotheses.

Key words: mindfulness; innovative performance; resilience; cognitive biases;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uncertainty

avo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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